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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归中书到权属一人:
南宋史弥远专权之路

韩 冠 群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玉津园之变后,南宋的部分士大夫舆论指向了韩侂胄作为近习权臣的特点,他们期望权力回归中书,为
了防范近习权臣再次出现,他们提出令太子参政的方案,这与宁宗无心政事、有意让太子参政的想法不谋而合,嘉
定资善堂会议得以成立;另一些士大夫则主张重建皇帝亲擢台谏、并任宰辅的中枢格局,但这却不具备实现的条

件,以致史弥远在资善堂会议的掩护下,借助于皇太子的力量,完成了对政治对手的清理,最终实现了从政归中书

到权属一人的转变。宁宗朝权属一人局面的形成,正是士大夫舆论、宁宗个人能力、史弥远政治手段等多维因素共

同推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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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弥远是南宋中后期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人物,
后被称为权相或权臣。史弥远以其独掌朝政25年

的政治历程而成为研究焦点,学者对其在玉津园之

变、宋金和战、霅川之变、北方忠义军的处置等重大

历史事件中的具体作为、历史影响多有论述。不过,
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史弥远专权已然成立展开的,而
对于其专权为何能够实现、与韩侂胄专权有哪些区

别等问题尚有不同观点。前辈学者如虞云国、寺地

遵、何忠礼、戴仁柱大致认为:史弥远的上台是“一侂

胄死,一侂胄生”,只是史弥远取代韩侂胄担任官僚

机构的领导而已[1-4]。日本学者小林晃不认同这一

观点,认为韩侂胄、史弥远是两个权力形态完全不同

的政权,史弥远政权的成立代表了士大夫舆论推动

下的以宰执为领导的政治体制的恢复,是对韩侂胄

专权的反命题,他尤其关注嘉定资善堂会议和枢密

院承旨司的宰相直辖对史弥远政权的意义①。这一

观点很有启发性。不过,未解之惑仍不少。士大夫

群体的舆论是否完全一致? 嘉定资善堂会议究竟掌

握了哪些权力? 其对史弥远和其他宰执大臣的意义

有何不同? 士大夫理想中的“权归人主,政出中

书”②的中枢格局为何最后演变为一相擅权? 这些

问题的研讨,对于进一步探明这一时期中枢权力形

态的演进、理解南宋所谓的“权相政治”,都具有一定

的学术意义。本文拟尝试挖掘史弥远自玉津园之变

直至实现独相专权的历史演变过程,从中枢政治的

“内在理路”③上作出更多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 玉津园之变后士大夫政治言论与政治选择

韩侂胄被诛杀后,宁宗先后在开禧三年(1207)
十一月[5]746、嘉定元年(1208)正月[6]2536两次下诏令

群臣直陈朝政缺失,充分表达出渴望臣僚进言的诚

意。之后,真德秀、王居安、钱象祖、蔡幼学等人纷纷

上奏论事。小林晃对此有细致的剖析,认为这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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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都指向了韩侂胄的独断政治,而这一专权模式上

承自宋孝宗,实际上是对宋孝宗以降的皇帝独断模

式的批评[7]。笔者并不认同小林晃对韩侂胄统治方

式的论断,但若换一种表述方式,即上述批评都传达

出士大夫对权力回归中书的强烈愿望,而资善堂会

议的设置则促成了这一愿望的实现,却是本文所赞

同的。同时,我们也须注意到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

面,实际上还有部分士大夫对当时的政治批评走得

更远,但他们的声音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的

理想方案亦没有相应的实现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之后的政治走向。他们希望权力回归中书,
他们也赞同资善堂会议的设置,在这一点上他们与

真德秀、王居安等人的主张是一致的;但在史弥远、
钱象祖等人上台后,他们敏锐地观察到史弥远的强

势足以压倒其他宰执、实现一人专断,很有可能转变

为第二个韩侂胄,于是他们在主张权力回归中书的

同时,也注重防范一人独断、群臣拱默局面的出现。
以下对士大夫舆论的分析侧重对后者的关注。

在嘉定元年(1208)上书臣僚中,尤其以右丞相

钱象祖的上奏最为典型。这一奏札虽为刘宰代笔,
但无疑反映了钱象祖的看法。对此奏札,小林晃的

分析尚有遗漏。为便于讨论,现引述如下:

  国家萃几务于中书,而总之以二三大臣。
此其任甚重,其责甚专。昨自憸人弄权,率意妄

作,政令之施设,始有不由中书,人才之用舍,始
有不由廊庙。予夺失当,措置乖方,迄至年来,
毒流华夏。……故臣愿陛下自今以始,凡举一

事,凡用一人,若大若小,若内若外,必与臣等公

议而公行之。凡特旨内降,一切不出,或犹有蹈

常袭故者,容臣执奏,一切不行。庶几国是不

摇,幸门不启。或臣等议有未尽,行有未当,给
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纠正,必无偏党,上累圣

知。此臣所以不得不先为陛下言者一也。[8]451

钱象祖的上言,包含两个层次意涵。其一,自韩

侂胄当国以来,原来负责国家政务的中书(宰臣)权
力被侵夺,政令施行不由中书,人才任用不由庙堂,
以致于给国家带来很大危害,他请求皇帝今后不要

使用特旨内降,允许臣僚执奏,任何大小设施都须和

外朝宰臣公议之后遵守规章实行,这样近习④ 亲倖

就不会乱政。其二,政务归于中书后,如果宰臣的议

论、做法有不恰当之处,有给舍缴驳,有台谏纠正,这
样便无偏无党,保证公正行事。可知,钱象祖主张恢

复的是政务归于宰臣、台谏给舍拥有相应的缴驳权

的中枢格局。然而,政局的发展很快超出了他的预

期,同知枢密院事史弥远“以枢廷造命,除从官”,直
接越过丞相钱象祖而自行其事,钱象祖遂请求去位。

另一位士大夫倪思对此问题更为警觉。韩侂胄

被诛后,倪思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入见宁宗,他说:
“大权方归,所当防微,一有干预端倪,必且仍蹈覆

辙。厥今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今侂胄既诛,而
国人之言犹有未靖者,盖以枢臣犹兼宫宾,不时宣

召。宰执当同班同对,枢臣亦当远权,以息外议。”他
所说的“枢臣”,“谓史弥远也”[5]12115。他认为,大权

方归于皇帝,朝臣仍然担忧同知枢密院事史弥远不

时被宣入内廷,因此,他提醒宁宗不可单独召见史弥

远一人,宰执群体应当同班同对。后来,“弥远以枢

廷 造 命,除 从 官,宰 相 钱 公 象 祖 数 请

去”[9]卷八十五《显谟阁学士特赠光禄大夫倪公墓志铭》,倪 思 又 言:“奏
拟除目,宰执当同进,比专听侂胄,权有所偏,覆辙可

鉴。”[5]12116可知,枢廷造命所除授官员实际上是史弥

远的私意;而偏信一人的后果则有韩侂胄前车之鉴。
史弥远上章自辩,倪思求去;宁宗挽留他,倪思再对:
“前日论枢臣独班,恐蹈往辙,宗社堪再坏耶? 宜亲

擢台谏,以 革 权 臣 之 弊,并 任 宰 辅,以 鉴 专 擅 之

失。”[5]12116倪思提出的防范措施是由皇帝亲自拔擢

台谏官以及同时任用两名甚至多名宰辅而不是独任

一人,使他们互相牵制。这无疑是鉴于史弥远权势

日盛而提出的最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让史弥远

怀恚不已,倪思遂出知镇江府。
嘉定元年(1208)五月,刑部侍郎何异也上封事

言:“近日号令或从中出,而执政不得与闻其事,台谏

不得尽行其言”[5]12167,表达了同样的忧虑。
不只是倪思、何异,黄度、王介也注意到这一状

况,并提出了相同对策。嘉定元年(1208)六月,黄度

被任命为吏部侍郎,抱病入见皇帝。当时史弥远虽

未升至宰相,但威权之势已经显露。黄度意味深长

地说:“高宗之任秦桧,专矣,而险毒害正,天下多故。
高宗收还威柄,而后复安。陛下前日用韩侂胄,亦专

矣,而败坏天下,至于不可支持。今威柄复还,正与

高庙同。高庙末年,宰执常兼任,欲其协和,同济国

事而已。愿陛下更留圣意。”又说:“给舍、台谏,人主

自用之,则威权在己。或臣下得而用之,则威权去

矣。”[10]221黄度说的“宰执常兼任”,与倪思说的“并
任宰辅”意涵相同,他也建议宁宗同时任用两名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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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宰执,亲自拔擢给舍、台谏官。宁宗对此“皆然

之”,但从以后的政局演变看,宁宗并没有真正领会

黄度的良苦用心。王介也上言:“人主之权莫大于自

用,而亦莫难于自用”,建议宁宗要亲揽大权,不可太

阿倒持;但宁宗的做法是“天子慊然,终不肯自用,史
弥远遂以一相颛国”[11]卷四十六《宋集英殿修撰王公墓志铭》。

亲擢台谏、并任宰辅的对策很务实,但具体到实

践层面,则对皇帝的政务处理能力、人事驾驭能力要

求很高。宋高宗那样的老奸巨猾之辈尚可以应付,
而宁宗这样资质平庸、性格软弱、缺乏主见、容易受

人左右的人则很难做到⑤。
以史弥远、钱象祖、卫泾等为核心的政变集团,

自诛韩的第一天起,就深知掌握台谏官的重要性。
政变当天,礼部尚书卫泾出任御史中丞,著作郎王居

安改任左司谏,吏部侍郎雷孝友为给事中[12]187。这

三人的任命十分怪异,除王居安还算是升迁外,其他

二人以尚书、侍郎而为中丞、给事中,以资序论,等同

于谪降。当时情势下,台谏官和侍从官此前均为韩

侂胄党羽据有,这两个要害部门一主舆论喉舌、一主

封驳政令,尤须把握在手,故政变集团作出了这种非

同寻常的任命。然而,这种奇怪的任命却被宁宗懵

懵懂懂地通过了。这也表明:从一开始,宁宗就不明

白台谏、侍从官的重要性,拱手让出了对台谏、侍从

官的任命权。之后,除授权外,台谏官完全归于外朝

宰相之手。史弥远在与其他宰执竞争的过程中,除
了皇太子的暗中协助,重要的助手就是台谏官。

并任宰辅的实施难度更大,尽管倪思三番四次

地告诫宁宗宰执同班奏事的重要性,但宁宗置若罔

闻。据倪思的上言推测,史弥远自开禧三年(1207)
十二月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就开始独班奏事了。
此外,史弥远还获得了留身独对的机会。在其去世

后,魏了翁将“留身止于宰相,堂帖或用空头,宣押不

及 报 政 ” 之 弊 视 为 “故 相 之

失”[9]卷十九《被召除授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二札》。绍兴以来,三省枢

密院多是同班奏事,而史弥远却是独班奏事,这意味

着他可以径直绕开其他宰执和皇帝商议政事,获得

圣旨。倪思称:“侂胄盗权擅国,专行执奏,所称圣旨

类 杂 己 意, 今 弥 远 亦 独 班 奏 事

矣。”[9]卷八十五《显谟阁学士特赠光禄大夫倪公墓志铭》韩 侂 胄 就 是 利

用“所称圣旨类杂己意”的手段实现专权的,史弥远

显然是在步韩侂胄的后尘。嘉定元年(1208)十月丙

子,史弥远升至右丞相,南宋朝廷出现并相局面。然

而,宁宗却不知道如何驾驭两位宰相,我们也看不到

他的作为。十二月戊午,史弥远因母亲去世而丁忧

去位。这对宁宗“收还威柄”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完全可以令史弥远完成二十七个月的守制,彻底

打压下炙手可热的右丞相。但宁宗却不明就里地同

意了太子的请求,赐第临安,后来还派内侍赴庆元府

召回史弥远。虽然史弥远最终拒绝了,但由此可见

宁宗的颟顸。
除了自身理政能力较低,宁宗的治国理政观念

对此也有影响。黄裳曾经担任嘉王府翊善长达五年

多,对宁宗的教导耗尽心力,重病之时还不忘叮嘱宁

宗:“委任大臣,政出中书,万事坐理,此正得人君好

要之道。奖用台谏,每有弹劾,无不听从。善恶区

分,纲纪振立,此正得祖宗设官之意。”并告诫他:“此
二事者,朝 政 之 大 者 也……陛 下 虽 终 身 守 之 可

也。”[13]1832-1833从之后的实际作为来看,宁宗大体上

接受了他的教导。在宁宗看来,无论是韩侂胄还是

史弥远都是可以信任的大臣,自然要委任于他们,君
主自己亲揽大权反而是不可理解的事情,故他对臣

僚的建议不予采纳。
嘉定二年(1209)五月丙申,守制仅半年的史弥

远起复。当时钱象祖已经去位,执政均为与史弥远

关系密切之人,台谏言官也为其掌握,故几乎没有官

员对史弥远的起复公开提出异议。只有时任四川宣

抚使的安丙移书史弥远道:“名教所系,人言可畏,望
阁下速辞成命,以息议者之口”,但史弥远置之不

理[5]12191。国子祭酒王介也认识到史弥远的强势,上
言:“汉法天地降灾,策免丞相,乞令弥远终丧,择公

正无私 者 置 左 右,王、吕、蔡、秦 之 覆 辙,可 以 为

戒。”[5]12154在王介看来,史弥远有可能成为王安石、
吕惠卿、蔡京、秦桧一样的权相,但宁宗没有采纳他

的建议,史弥远独相专权态势已然形成。
二 嘉定资善堂会议的权限及对史弥远的意义

嘉定元年(1208)闰四月甲申,宁宗下诏:自今每

遇视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执赴资善堂会议;第二

天,又命钱象祖兼太子太傅,卫泾、雷孝友、林大中兼

太子宾客[12]198。这就是嘉定资善堂会议。此前开

禧三年(1207)十二月乙丑,史弥远拜同知枢密院事

时已经兼任太子宾客,之后一直兼任东宫官。对于

这一会议的具体作用,小林晃认为是打压侧近武臣,
压制自孝宗以来的独断政治,恢复宰执的决策权。
这里小林晃仍然是将其同宋孝宗与韩侂胄的统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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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量齐观,笔者对此持有异议。韩侂胄出身外戚,
其个人专权的实现需要依附于皇权而不完全借助于

外朝士大夫,故当钱象祖、史弥远等文官集团上台

后,一方面恢复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模式,另一方

面也对武官或者所谓的近习干政进行打压。从这一

角度讲,资善堂会议的设置,的确是要把韩侂胄所掌

握的权力收归于外朝宰执群体。但这只是问题的一

个方面。对于皇帝与宰辅大臣来说,资善堂会议设

置的目的又有不同。以下就资善堂会议的设置过

程、运作方式以及与史弥远上台之间的关系等作进

一步阐述。
关于资善堂会议的最初倡议者,小林晃强调它

是钱象祖、史弥远等人主动提出的,但我们尤其不应

该忽视宁宗的意志。让太子参政,虽然由政变集团

中的赵彦逾在经筵时候提出,但宁宗自己早有此意。
据卫泾记载:“臣等蚤上奏事间,恭奉玉音:‘皇太子

参决事,朕有此意甚久。昨日赵彦逾经筵求去,奏及

此,此事断自朕意,不欲因人言批出,卿等可商量教

稳当,欲待批出。’”[14]626宁宗强调这一决定是“断自

朕意,不欲因人言批出”,即这是皇帝自己的决断,不
愿意出自臣僚的请求而批出。可见,当时宁宗对掌

控朝政的兴趣不太大,又见皇太子已经成年,故有意

让皇太子参决政务。钱象祖、卫泾、史弥远等人对设

置资善堂会议也有自己的目的。据卫泾记载:“臣象

祖等惟朝殿奏事,得侍清光,退后凡有事件,多是缴

入,非时无缘可得通达内外之意。所以向来韩侂胄

因此得以窃弄威福,稔成奸恶,几危国家。今得皇太

子会议,臣等奏事既退,或陛下有所宣谕,或臣等有

敷陈未尽之意,皇太子于侍膳问安之际,皆可以从容

奏禀,内外不至扞格不通,且更不容外间别有人出入

禁闼,干预朝政,岂非宗社大幸?”[14]626此前韩侂胄

正是依靠“出入禁闼”而实现对朝政的干预,政变集

团需要防范再次出现这样的人,故建议皇太子发挥

沟通内廷与外朝的作用。这正与宁宗的想法不谋而

合。于是,宁宗君臣最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我们不仅要看资善堂会议设置的初衷,还要考

察设置之后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到底具有处理哪些

政务的权力、从哪种意义上说是收回宰执的决策权

等问题。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史籍并没有很多的

记载,但嘉定资善堂会议是参照宋真宗天禧四年

(1020)和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两次“故事”来设

置的,或许我们可以从其运作方式中窥探一二。

天禧四年(1020),真宗屡次“不豫”,无法处理朝

政,遂让皇太子赵祯监国,中枢大臣兼任东宫官,商
议朝政。十一月庚午,诏:“自今中书、枢密院诸司该

取旨公事仍旧进呈外,其常程事务,委皇太子与宰

臣、枢密使已下,就资善堂会议,施行讫奏。”[15]2226可
见,太子与宰臣、枢密使处理的只是常程事务,其他

事务仍需进呈取旨。十二月乙酉,中书、枢密院上

言:

  请自今遇只日承明殿不视事,则入内都知

传宣中书、枢密院诣太子资善堂议事。应时政

及后殿军头司公事素有定制者,施行讫奏。系

迁改升降者,送中书、枢密院进呈取旨。如无公

事,则宰臣、枢密使已下,遇参辞谢皇太子,许二

三人已上为一班,诣堂延见,自余官僚,并止留

牓子。[15]2228

奏言首先确定了资善堂议事的频率,即在只日

承明殿不视事时候,宰臣入堂议事;其次,规定了政

务处理范围为时政事务以及原来由真宗在后殿处理

的军头司事务,其中素有定制的,施行后上奏即可,
若涉及升改迁降者,仍需中书、枢密院进呈取旨;第
三,如没有公事,宰臣枢密使以下的官员遇朝参、入
辞、入谢皇太子之事则分班延见于资善堂,其他官员

只需留下牓子奏事。可见,资善堂会议主要分去了

两部分政务:一是部分时政事务以及原来由真宗在

后殿处理的军头司有定制的事务;二是原来向真宗

参、谢、辞的京朝官、幕职州县官等分班引见事宜。
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仁宗即位后的天圣六年⑥。自

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到天圣六年(1028)的八年时

间里,文官与部分武官铨选除授以及禁军的常规事

务均转移到资善堂来处理。虽然皇太子按时出席会

议,但由于赵祯才十二岁,不具备处理政务的能力,
这些政务还是由宰执大臣裁决的。

淳熙十四年(1187),孝宗令太子参政,也是嘉定

资善堂会议参照的先例。倪思进言:“乞用淳熙例,
令太子开议事堂,闲习机政。”[5]12116“淳熙例”即指淳

熙十四年(1187),孝宗倦勤,准备禅位于光宗,遂命

太子开议事堂会议,裁决政事,历练能力。十二月,
孝宗降出指挥:“皇太子可隔日就议事堂参决庶务。
如有差擢,在内自寺监丞,在外自守臣以下,悉委皇

太 子 与 宰 执 同 议 除 授 以 闻。”[16]职官1之67,2974 次 年

(1188)正月,皇太子首次参决庶务,理政范围调整

为:“内自寺监丞,外自守臣以下,悉举宰执同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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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讫以闻。守臣上殿参辞,除侍从外权免,并于议事

堂 纳 札 子,择 其 可 施 行 者,同 宰 执 将 上 取

旨。”[16]礼49之50,1813可知,淳熙资善堂会议负责的政务

有两类:一是内自寺监丞、外自守臣以下的官员除授

事宜;二为接受地方知州等官员朝参、朝辞时所纳的

札子,选择实际可行的,同宰执上奏取旨。就政务范

围言,与天禧资善堂会议有不少相同之处。官员除

授需要“悉举宰执同议”,地方官员的札子也需要“同
宰执将上取旨”,可见宰执群体发挥着较大作用。

嘉定资善堂会议是参照以上两次会议而设置。
就开设频次言,《宋史》载:“诏御朝太子侍立,宰执日

赴资善堂会议。寻用天禧故事,宰辅大臣并兼师傅、
宾客。”[5]8735王应麟的记载相同[17]2391。《续编两朝

纲目备要》载:“自今每遇视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执

赴资善堂会议。”[12]198卫泾也言:“已降指挥令臣等

并兼东宫官,日赴资善堂会议。”[14]627可知,宰执需

每日赴资善堂会议,比天禧和淳熙会议的频率都高。
会议的地点前后也有变动。嘉定元年(1208)闰四月

丁亥,太子出居东宫[12]198,但此时太子与宰执大臣

参决事务仍在资善堂。按照宋代制度,皇太子未出

阁,听读就学在资善堂,若已受册封则应当出居东

宫[5]3599。故宰执认为:“皇太子……既居新宫,不应

特以会议之故再临旧所讲学之地,既未合典礼,亦非

所以示观瞻。况臣等备数宫僚,许陪侍讲学,因而会

议,于势便顺”,请求皇帝改变会议地点;五月八日,
宁 宗 同 意 宰 执 请 求,令 宰 臣 就 在 东 宫 讲 堂 会

议[14]627。此后,会议地点就由资善堂迁至东宫。
至于处理政务的层次范围,当与淳熙资善堂会

议接近。嘉定十三年(1220)皇太子薨,郑昭先为其

撰写的谥册文言:

  即青宫而议事,陪丹扆之视朝。辅列大臣,
盖踵天禧之故典;参决庶务,聿遵孝庙之宏规。
……阅一终而再岁,中外乂宁;凡四荐于贰觞,
神示昭格。[16]礼43之13,1687

“青宫”,即是太子所居的东宫;“即青宫而议事,
陪丹扆之视朝”,是指宰执大臣赴东宫与皇太子议

事,皇帝视朝时皇太子侍立殿廷。由“参决庶务,聿
遵孝庙之宏规”可知,其每日处理的都是“庶务”,而
且遵守着孝宗淳熙十四年的规定。“一终”,指十二

年;“阅一终而再岁,中外乂宁”,是说太子参决庶务

十三年,使得中外乂安。由此可证,嘉定资善堂会议

实行了十三年,一直到太子去世。除此之外,宰执群

体的官衔也是有力证据。自嘉定元年(1208)闰四月

至嘉定十三年(1220)七月皇太子去世,共有十二位

宰执,除丘崈仅担任一个月的同知枢密院事就去世

而不可考外,其余均兼任东宫官[18]1350-1403。也可证,
宰执兼任东宫官赴东宫议事,是一直实行着的制度。
若以上推断大致不误,则嘉定资善堂会议处理着与

淳熙类似的政务。
而在韩侂胄上台后,由于掌握了负责臣僚与皇

帝交流通进的閤门司,故在京的“百司奏牍、文武近

臣表疏”需要经由閤门上达,新授“两省、御史台官、
尚书省六品以上,诸司四品以上”须先到閤门上表举

官自代,然后入谢[19]。有材料显示,钱象祖等人对

閤门司进行了改革,“陛下收还大权,一正纲纪,……
今者閤门建请将閤门近日循习弊事并行厘正,尤为

允当”[20]301。改革显然是针对韩侂胄擅权的,但具

体措施已不得而知。如今这部分权力归于资善堂会

议。其次,韩侂胄先后任用苏师旦、史达祖等吏人卖

官鬻爵,紊乱法度,以致出现“师旦既败,即有三省、
枢密院人吏史达祖、耿柽、董如璧三名随即用事,贿
赂公行。……三吏用事以来,监司、郡守、职事官亦

以 货 取,侂 胄 进 退 用 舍,惟 三 吏 之 言 是

听”[16]职官78之62,5222的乱象,而通过钱象祖等人的改

革,原来由韩侂胄掌握的官员任命权也回归于外朝

宰执和太子手中。从这一角度说,资善堂会议的设

置,保证了原来由韩侂胄集团掌握的部分权力回归

于外朝宰执和太子手中。
但就宰执群体内部而言,无论是在钱象祖罢相

之前还是之后,史弥远个人的决断权力都超过了其

他宰执。在独相之前,他一直拥有独班奏事的权力;
在独相后,则掌握了从执政到台谏、侍从的任命权。
那么,他为什么会同意这一设置呢? 可能是出于利

用太子的考虑。由于史弥远和皇子赵曮最早建议宁

宗诛杀韩侂胄,所以他们获得了最大收益。诛韩后

十余天,赵曮被立为太子,史弥远也一次次晋升,迅
速位列执政。嘉定元年(1208)四月的宰辅成员是:
钱象祖是唯一的宰相,任右丞相,楼钥、林大中、卫
泾、雷孝友、史弥远等人为执政官。这年正月壬辰,
史弥远刚刚升迁为知枢密院事。在众多中枢成员

中,史弥远的资历最浅。虽然他以枢臣之资,又拥有

独班奏事的权力,可以在论事上奏中超过其他宰执,
但难免会引起其他宰执官员的议论,如钱象祖、卫
泾、倪思之辈。若设立资善堂会议,则可以将群臣关

351

韩冠群 从政归中书到权属一人:南宋史弥远专权之路



注的焦点转移到太子身上。太子刚满十七岁,对朝

政处理自然不熟悉,而史弥远长期担任资善堂翊善,
与太子的关系最为密切,很容易将自己的意见加之

于太子,如此便在政务决策中获得优势。更重要的

还在于太子能够沟通内廷与外朝,宁宗的最新动向,
太子都可以最早获悉并告知史弥远。这一设置,对
于资历尚浅的史弥远来说,既可以避免自己过分招

摇,惹人议论,又得到牢牢掌权的实际好处,可谓一

举两得。因此,资善堂会议的设置,不仅不会削弱史

弥远的权力,反而有利于史弥远掌控朝政。所以,当
宁宗询问臣僚对于太子参政看法的时候,史弥远表

示赞成,并盛赞皇帝的英明决断。
三 皇太子与史弥远独相的最终实现

在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诛韩政变后至史弥远

升任丞相之间,中枢官僚层出现了剧烈的人事变动,
当初依附韩侂冑者多数遭到免官罢职甚至殒身的下

场,而参与政变的官僚则迅速升迁[12]187,189。随着执

政的人员更替逐渐完成,内部的矛盾斗争日益显现,
政 变 集 团 中 首 先 被 排 挤 的 是 势 力 较 弱 的 王 居

安[5]12252,之后是张镃[21]91、李壁[12]188。史弥远之所

以能够在与卫泾、钱象祖的斗争中胜出,这与他和内

廷杨皇后及太子赵询关系紧密,特别是他对太子的

利用,关系极大。
赵询原名赵与愿,系太祖十一世孙。庆元二年

(1196)八月,宁宗取宗室子与愿养于宫中[22]528。嘉

泰二年(1202),封卫国公,听读资善堂[5]8734。开禧

元年(1205)五月,赐名赵曮,晋升为皇子。开禧三年

(1207)十一月十五日,赵曮因为献言诛韩有功,诏立

为皇太子,后更名询[22]528。目前可考的两人最早发

生联系时间为开禧二年(1206),当时史弥远以起居

郎兼任资善堂直讲。后史弥远迁为礼部侍郎,仍兼

资善堂翊善。赵询上言罢黜韩侂胄,就是“用翊善史

弥远计”[5]8735,足见史弥远善于利用皇子的地位影

响宁宗决策。此后,史弥远对政治对手的清理大多

可见太子的影子。
史弥远对卫泾的排挤是在赵询的帮助下完成

的。据记载:“公(卫泾)俱既史相诛韩,旋用故智,又
欲去史。史为景宪太子旧学,太子知其谋于内,遂以

告史。”[21]9“用故智”当是指卫泾企图联络宁宗、杨
皇后请求罢免史弥远。太子在内廷得知这一消息,
便告知史弥远,史弥远遂命信任的御史中丞章良能

弹劾卫泾。嘉定元年(1208)六月,参知政事卫泾罢

免外任。
嘉定元年(1208)六月甲申,签书枢密院事林大

中薨。六月二十三日,史弥远以同知枢密院事兼参

知政事。十月十日,钱象祖拜左丞相,史弥远拜右丞

相。然而,并相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十一月二十

二日,史弥远丁母忧去位。丁忧去位意味着离开了

权力中心,这对于初登相位的史弥远很不利。然而,
正是在丁忧期间,史弥远的最大对手钱象祖被罢相。
十二月一日,钱象祖罢相,出判福州,“以象祖累章求

退而台臣亦有论列也”[16]职官78之62,5222。这一记载不

免让人疑惑。在史弥远离开临安期间,正是钱象祖

扩张势力的大好时机,他为什么会主动请退呢? 台

谏为什么会论列钱象祖? 或许可以推测,史弥远仍

然是幕后的推动者,与其关系密切的太子发挥了重

要作用。
嘉定元年(1208)十一月二十七日,史弥远离开

临安仅五天,太子上奏宁宗,请求召回史弥远,并赐

第临安。太子上言:

  方弥远密承圣旨,投机之会,间不容发,然
犹有顾望,欲迟回其事者,非弥远忘其体命,奉
行天诛,万一泄谋,必误大计。陛下轸念南北生

灵肝脑涂地,屈己就和,量力相时,初非得已。
今和好赖以坚定,虏人持以信服,由陛下独断于

上,而弥远能祇承于下,故人心妥安,无复疑虑。
如弥远一旦去国,诚恐无以系虏情、慰民望。以

此观之,弥远乃陛下腹心之寄、社稷之臣,其一

身去留,实天下重轻之所系。欲乞圣慈特赐睿

旨,赐第行在,令其得以就第持服。[16]礼62之85,2161

奏章首先赞扬史弥远在诛韩过程中的果断勇敢

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还批评了某些顾望犹豫者,这
很可能暗指的是钱象祖。据载,在获得密旨诛韩前

一天,“钱参政欲奏审,史侍郎夜往其府趣之,李参政

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23]48。钱象祖主张奏审密旨

的举动可以理解为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也可以说是

谨慎从事、确保万无一失,但在此奏文中竟成了证明

史弥远果断坚决的证据,实际上是暗贬钱象祖以抬

高史弥远。其次,奏文强调史弥远的上台是南宋朝

廷与金和议的象征,一旦史弥远离开京城,难免会被

金人理解为和议动摇,会导致民心不安。如此明显

带有三分威胁的文字,不应该是只有十七岁的太子

手笔,只能理解为是史弥远的真实意图表达。宁宗

同意了太子的请求,并给史弥远赐第,这说明宁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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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了史弥远在事变中的关键作用,也足见皇太子

上言的分量。
台谏官对钱象祖的弹劾,也是史弥远的暗中操

作。傅伯成未任谏官时说:“诸公要相叶和,共济国

事。若立党相挤,必有胜负,非国之福。”又劝钱象祖

曰:“安 危 大 事,当 以 死 争,小 小 差 除,何 必 乖

异?”[24]4257他试图调解两相之间的矛盾斗争。当其

升至谏议大夫,“朝士有善公者来,曰:‘宜先摇左揆

之客。’公答以不敢。章公良能为中司,以二相不咸,
有所左右,公不乐其如此,益坚壁。或致右揆之意,
云:‘旦夕除执政矣。’公叹曰:‘吾岂倾人以为利,且
可以官职饵者哉?’遂力论朋党之弊……”[24]4257其中

的左、右揆,分别指左丞相钱象祖、右丞相史弥远。
有人劝说傅伯成出面弹劾钱象祖一系官员,此人显

然是奉承史弥远的旨意,但被傅伯成拒绝。傅伯成

拒绝的事情却由章良能来完成。此前,章良能已在

史弥远的授意下弹劾卫泾,现在继续弹劾钱象祖。
一个月后,章良能自御史中丞除同知枢密院事,这应

当是史弥远对章良能劾罢钱象祖、卫泾两人的酬赏。
十二月一日,钱象祖被罢免后,史弥远成为唯一的宰

相。总之,史弥远在丁忧期间就清理了他的政治对

手,这离不开台谏官的作用,更离不开皇太子的暗中

借力相助。
四 结论

在韩侂胄被诛杀后,一部分士大夫舆论首先指

向了韩侂胄作为近习的特点,认为正是韩侂胄的独

断专权导致了对金战争的失败,给国家带来空前危

机,他们期望权力回归中书,回归外朝宰相,“公议而

公行之”。为了保证中枢权力转移至外朝宰执,防范

韩侂胄式的权臣再次出现,他们提出了令太子参政

的方案,这正与宁宗无心政事、有意让太子参政的想

法不谋而合,嘉定资善堂会议遂得以成立。而钱象

升、倪思、何异、黄度、王介等士大夫则走得更远,他
们担心韩侂胄式权臣的出现,故认同权力回归中书,
与真德秀、王居安、蔡幼学等士大夫观点一致。但当

他们看到新的宰执群体中,史弥远一人强势的时候,
他们也担心外朝宰执蜕变为新的权臣,于是便主张

由皇帝亲擢台谏、并任宰辅的政治模式。然而,这种

权力运行模式却不具备实现的条件,原因在于:首
先,史弥远为首的政变集团不会让出自己的权力;其
次,宁宗在思想上倾向于“委任大臣,政出中书,万事

坐理”的理政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资质平庸的宁宗根

本不具备乾纲独断、驾驭群臣的行政能力。在资善

堂会议的掩护下,史弥远借助皇太子的力量,完成了

对政治对手的清理,最终实现了从政归中书到权属

一人的转变。南宋宁宗朝权属一人局面的形成,正
是当时士大夫舆论、宁宗个人能力、史弥远政治手腕

等多维因素共同推动所致。

注释:
①小林晃《南宋宁宗朝における史弥远政権の成立とその意义》,载《东洋学报》2009年第91卷第1期。小林的观点直接受到

安倍直之的启发。参见:安倍直之《南宋孝宗朝の皇帝侧近官》,《集刊东洋学》2002年第88卷。

②这一表述出自脱脱等《宋史》卷四○六《洪咨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265页。类似的“政出中书”或“政归中书”
是南宋士大夫议论中出现较多的词汇,如黄裳、朱熹、魏了翁、李宗勉、黄震等人的议论中都有提到。

③“内在理路”是借用余英时对清代思想史研究中的概念。本文所说的“内在理路”是指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具体制度、政治文

化、观念以及位于权力顶端的皇帝宰臣等多种因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所呈现的整体状态,或可称之为政治生态。南宋权相政

治不能仅从政治势力权力斗争的角度认识,更多需要从政治生态的角度综合考虑各种政治因素来理解。

④“近习”是指皇帝信任宠爱的后妃、宦官、外戚、潜邸旧人等,均非士大夫出身。政务必归于中书,皇帝亲倖之人不得干政,被
宋代士大夫视为国家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甚至被提高到“祖宗之法”的高度。韩侂胄属于出身外戚的近习,故其长期擅权

被士大夫视为近习干政,遭到强烈反对和批评。

⑤对宁宗的性格特点,何忠礼有所分析。参见:何忠礼《南宋政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3-304页。另参见:韩
冠群《从宣押入内到独班奏事:南宋韩侂胄的专权之路》,《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天圣六年四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第2470页。按:乾兴元年二月赵祯即位,之后至天圣

六年,资善堂会议中的“皇太子”角色由谁来充任,尚需研究;但即便在“皇太子”角色缺位的情况下,资善堂会议仍可运行六

年,可见宰执大臣在处理此类事务中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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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ayofSHIMi-yuan’sIndividualAutarchy
intheSouthernSongDynasty

HANGuan-qun
(CollegeofHumanitiesandCommunications,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SomeofficialscriticizedthegovernmentpolicyunderthereignofHANTuo-zhou
afterhewasbeenkilled.Theysuggestedthatthesupremepowershouldbeturnedbacktogov-
ernmentandprimeminister.Theyalsoadvisedpricetotakepartinpoliticalaffairs.Sotheypro-
posedtheschemeofZishantangmeeting.EmperorNingzongagreedashehadnointerestinthe
imperialpower.SomeotherofficialsadvisedEmperorNingzongholdimperialpowerhimself,but
failed.UndercoverofZishantangmeeting,SHIMi-yuanestablishedindividualautarchywiththe
assistanceofcrownprince.Thispoliticalpatternisduetobureaucraticpublicopinion,abilityof
EmperorNingzongandpoliticaltrickofSHIMiyuan.

Keywords:theSouthernSongdynasty;SHIMi-yuan’sindividualautarchy;Bureaucraticpo-
liticalopinion;Zishantangmeeting;crownprince;EmperorNingzongof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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